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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距离、文化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
中的权力因素

———基于１９８０～２０１８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

王金波

内容提要：中美贸易摩擦是体系压力和美国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基于１９８０～２０１８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文章采用面板负二项
模型对中美两国间的制度距离、文化差异和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等结构性变
量，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等单元层次的中介变量、贸易和投资等渠道变量，对
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认为，中美间军事、经济和科技
实力差距的缩小即相对实力分布的变化会显著强化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中国

作为崛起大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中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制度距离和
文化差异或价值观的不同也会显著影响中美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同时，与美国政治关系良好、在制度和文化上与其接近的国家并不必然意味
着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减少；美国国内不同政治行为体、社会行为体的利益诉
求、政策偏好，与贸易的交互效应一起，会进一步增加中美两国因实力差距
的缩小、制度和文化 （观念）差异等体系因素或结构性变量所引发的贸易摩
擦发生的概率；经济因素依然是决定中美贸易摩擦的基础性因素，中美贸易
失衡、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以及中国对美国市场渗透率的提升、美
国国内经济绩效的波动、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与贸易的收入分
配效应一起，也会显著提升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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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２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ＵＳＴＲ）发布对华 “３０１调

查”报告，宣称有所谓的 “大量证据证明，中国通过合资、股比限制和其他

外商投资限制强制或迫使美国企业技术转让”。① 依据上述３０１调查报告，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５日，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对原产于中国的１１０２种、价值５００
亿美元的商品征收２５％关税。② ８月１３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 《２０１９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ＮＤＡＡ），除了将中国明确列为国家安全威胁外，多项

涉华消极条款还要求收紧中国对美投资审查，法案第８８９条更是单独锁定中

国华为公司，明确禁止所有美国政府机构从该公司购买设备和服务。同年９
月１８日，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宣布，自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４日

起，对原产于中国的约２０００亿美元商品加征１０％的关税。③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５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 “紧急状态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任何可能会危

害国家安全的外国公司生产的通信设备和技术；美国商务部随后将中国华为

公司及其６８家关联公司列入出口管制 “实体清单”，禁止华为及其关联公司

在未获美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购买美国产品或技术。④ ２０１９年８月５日，美

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 “汇率操纵国”。随后的８月１５日，美国政府宣布对来

自中国的约３０００亿美元商品加征１０％的关税。⑤ 与此同时，美国还加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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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输美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和 “３３７调查”力度。①

至此，由美国单方面发起的中美贸易战已由单纯的关税问题延伸至投

资、关键技术、知识产权、汇率、金融等领域。期间，中美双方虽然也曾围

绕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汇率和透明度、双边评估和

争端解决等议题进行过多轮高级别磋商，并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签署了第一

阶段经贸协议，但在中美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体系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

中美贸易战的性质已由单纯的贸易失衡问题上升为一个崛起大国和一个守成

大国间的战略竞争问题，美国的单边行为则演变为一个守成大国对一个崛起

大国的 “预防性战争”行为，赋予中美 （经贸）关系越来越多的现实主义色

彩和权力竞争的含义。不过，鉴于中国的崛起还仅限于经济领域，无论是经济

实力 （潜在权力）、军事实力 （有效权力）还是将经济实力转换为军事实力的

效率 （科技实力），中美还远未达到权力的 “转移点”（ｔｒａｎｓｉｔ　ｐｏｉｎｔ）或 “确定

的权力转移”的程度，② 如果将中美贸易摩擦视作体系刺激的后果或是对两

国实力分布，尤其是物质实力分布这一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结构性变量的直

接反应，还需在体系压力、相对实力分布与国家 （美国）的战略选择之间引

入一些单元 （国家）层次的国内中介变量。这些中介变量 （如领导人的意

象、战略文化、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内制度安排等）不仅会影响决策者对体

系刺激的认知、决策和执行进程，对国家回应体系约束的方式也会产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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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在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间，特朗普政府共计对华发起反倾销、反补贴和３３７
调查１７９起 （约占同期美国反倾销、反补贴和３３７调查案件总数的２９．６％），远高于第二位日本的５５
起和第三位韩国的３２起，也高于此前美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和３３７调查的力度。参见中
国贸易救济信息网，ｈｔｔｐ：／／ｃａｃｓ．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ｉｎｄｅｘ．ｓｈｔｍｌ。

在本文的样本期间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作为中美两国实力之比的代理变量，中国与美国的国内
生产总值 （ＧＤＰ）之比在２０１４年首次超过６０％ （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苏联、日本之后第三
个ＧＤＰ一度超过美国６０％的国家），与美国的军事支出之比２０１８年达到峰值的３８．５３％，与美国的
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ＴＦＰ）之比２０１２年达到峰值的４３．４５％。至少就目前而言，中美两国在国际体
系中的实力分布即未达到奥根斯基 （Ａ．Ｆ．Ｋｅｎｎｅｔｈ　Ｏｒｇａｎｓｋｉ）权力转移理的 “转移点”（８０％）或肯尼
思·华尔兹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Ｎ．Ｗａｌｔｚ）均势理论相互制衡的程度，也不至于悬殊到霸权稳定论维持相对稳定
所需要的程度。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ｅｃｋｌｅｙ，“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ｗｈａｔ　Ｍａｔｔ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４３，Ｎｏ．２，２０１８，ｐｐ．７－４４；Ａｎｄｒｅａ　Ｇｉｌｌｉ　ａｎｄ　Ｍａｕｒｏ　Ｇｉｌｌｉ，“Ｗｈｙ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ｎｏｔ　Ｃａｕｇｈｔ　ｕｐ
Ｙｅｔ：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ｅｒｓ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　Ｃｙｂｅｒ
Ｅｓｐｉｏｎａｇ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４３，Ｎｏ．３，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８／１９，ｐｐ．１４１－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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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影响。①

基于１９８０～２０１８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本文将从权力、

制度和文化三个维度，对影响美国对外贸易摩擦 （包括中美贸易摩擦）的体

系因素或结构性变量进行系统分析；同时还将对美国国内政治等单元层次的

中介变量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语境），以及贸易、投资等渠道变量 （经济学

语境）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深入考察，以增强经验上的准确性。全文

除引言外，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第三部分实证分析中美贸易摩

擦的影响因素；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在影响一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诸多因素中，制度、文化和相对实力分布等

体系层次变量，国家—社会关系、国内制度等国内层次中介变量以及贸易、

投资等渠道变量，是文献中常被提及的几类重要因素，也被认为是影响中美

贸易摩擦的几个常见因素。由于影响因素不同，其对单元 （国家）间贸易摩

擦的影响机理或因果链条也各不相同；变量层次不同，其对中美贸易摩擦的

（替代性或竞争性）解释也各有不同。

（一）相对实力分布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权力因素

体系层次上的权力分配———首先是大国间的权力分配或相对实力分

布———是结构现实主义的关键性解释变量。无论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还是进攻

性现实主义，亦或寻求结构变量和国家层次变量相结合的新古典现实主义，

都将相对实力尤其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将经济实力转换为军事

实力的效率即科技实力作为国际体系中最核心的自变量，而国家行为 （主

—３４—

① 新古典现实主义将领导人的意象和认知、战略文化、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内制度安排等作
为国内层次中介变量。这些中介变量不仅会限制国家是否对体系层次压力做出应答，同样也会限制
国家如何应答体系层次压力。参见诺林·里普斯曼等：《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刘丰、张
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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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指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行为）则被设定为国际政治理论中最核心的因

变量。① 同样，在中国崛起尤其是中美两国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差距不断

缩小的情况下，理论上，决定美国对华政策行为的首要自变量一定也是国际

体系中的实力分布。换言之，中国的崛起到底是需要美国以竞争性方式予以

遏制，还是用接触战略加以缓和，② 首先取决于体系中的实力分布和对相对

权力的估计。③

在本文的样本期间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中国在全球经济、（货物）贸易、对

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中的比重分别由１９８０年的２．４９％、０．９２％和０．００７％
上升至２０１８年的１５．９５％、１１．７８％和６．２６％；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

则由１９８５年峰值的３２．２５％下降至２０１８年的２４．１５％，货物贸易世界占比

由２０００年峰值的１５．５７％下降至２０１８年的１０．９％，对外直接投资世界占比

则由１９８６年峰值的４５．８９％下降至２０１８年的２０．９％。④ 同期，中美两国的

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之比也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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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３０，Ｎｏ．２，２００５，ｐｐ．７－４５；诺林·里普斯曼等：《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２０页。

在如何应对崛起国的问题上，均势理论认为，国家会制衡 （内部制衡和／或外部制衡）那些
带来威胁的实力增长；权力转移理论则认为，遏制几乎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必然选择；而在一个
进攻性现实主义 （霍布斯文化）的世界里，预防性战争是一种必需而非选择 （在面临确定的权力转
移时，国家必须准备发起预防性战争）。参见Ｚａｃｈａｒｙ　Ｓｅｌｄｅｎ，“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ｏｒ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２，

Ｎｏ．２，２０１３，ｐｐ．３３０－３６４；Ｄａｖｉｄｅ　Ｆｉａｍｍｅｎｇｈｉ　ｅｔ　ａｌ．，“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ｒ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４３，Ｎｏ．２，２０１８，ｐｐ．１９３－２０３；Ｒａｎｄａｌｌ　Ｌ．Ｓｃｈｗｅｌｌｅｒ，“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Ｉａｉ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ｏｓｓ　ｅｄｓ．，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Ｒ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９，ｐｐ．１－２６；诺林·里
普斯曼等：《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２、２１页；唐世平：《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
御性现实主义》，第１６１页。

参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ｈｔｔｐ：／／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ｕｎｃｔａｄ．
ｏｒｇ／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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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９１％分别上升至２０１８年的６６．０４％、３８．３８％；① 以军事支出为代理变量

的中美军事实力之比则由１９９０年的３．７４％上升至２０１８年的３８．５３％。② 美

国的对华战略则从早期的 “接触＋演变”（从卡特到克林顿政府）、“接触＋
防范”（小布什政府）、“接触＋规制”（奥巴马政府）演变为目前的遏制或制

衡 （特朗普政府）。③ 至少从时间节点而言，美国对华战略从接触到遏制的演

变与中美间实力差距尤其是经济实力差距的缩小高度相关。

在新一届美国政府或核心决策者看来， “中国经济对美国的追赶进程同

时也是中国未来获得国际主导权的过程”。④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一改奥巴马政

府以自由霸权主义为核心的 “亚太再平衡”战略和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ＴＰＰ），直接发起对中国的 “贸易战”，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实力相对衰

落和体系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 “地位焦虑”也好、损失厌恶也罢，美国

在战略上已经无法、也不会容忍一个实力不断接近且彼此价值观和政治制度

分歧明显的大国的崛起。⑤ 美国的对华战略之所以从早期的接触演变为目前

的遏制或制衡，其根本目标就是要预防性破坏中国经济实力 （权力的经济根

源）的继续积累，⑥ 以防止中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具备给美国带来威胁的物质能

力 （潜在权力转换为有效权力），⑦ 以确保美国的 “权力优势”（ａｐｒｅｐｏｎｄ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首要地位”（ｐｒｉｍａｃｙ）或 “领导地位”（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这既是

—５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 “宾大世界经济表”（ＰＷＴ９．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ｕｇ．ｎｌ／ｇｇｄ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ｗｔ／。

参见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 （ＳＩＰＲＩ）军费开支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

达巍：《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进与 “特朗普冲击”》，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年第５
期，第２２～３２页。

高程：《中美竞争视角下对 “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再审视》，载 《战略决策研究》２０１８年
第２期，第１４～２５页。

高程：《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年第１２
期，第８１～９７页。

相对收益同绝对收益都是一国采取合作或对抗策略的重要依据，但累积效应才是相对收益
能否产生作用的关键。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言，大幅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不一定有利于美国和世
界的繁荣，但会有利于美国的安全。参见陈小鼎、王翠梅：《周边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
种基于制衡能力和制衡意愿的解释》，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５６～８７页；约翰·米尔斯
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４０７页。

高程：《中美竞争与 “一带一路”阶段属性和目标》，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第５８～７８页。



　□ 当代亚太　

美国 “大战略”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连续不变的持久目标，① 也是一个衰落霸

权的现实主义反应。② 尽管中美两个 “大国”至少就目前而言陷入所谓 “修

昔底德陷阱”（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ｓ’ｓ　Ｔｒａｐ）或 “注定一战”（ｄｅｓｔｉｎｅｄ　ｆｏｒ　ｗａｒ）的可

能性不大，③ 美国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唯一的霸权或 “半霸权”国家 （ｈａｌｆ－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其阻碍中国崛起的手段也不一定非要发动预防性 （军事）战

争，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坐视或放任中国由全球政治、经济的潜在中心发

展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的持续中心。④ 基于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本文

可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中美经济、军事、科技实力差距的缩小会显著强化美国作为守

成大国对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二）相对收益、非对称依赖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制度因素

制度是理解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经济增长 （或停

滞、衰退）之影响的关键。⑤ 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界定为一系列用来建立生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有研究认为，在维护美国霸权地位这一目标上，特朗普与其他美国领导人并无本质区
别——— “特朗普并非要放弃领导世界，而是要以更小的成本和代价来维持美国的超强国力和世界地
位并减少其领导地位所带来的成本和损耗”。另有研究认为，二战后美国大战略对 “首要性”
（ｐｒｉｍａｃｙ）的追求并未随着美国国内政局、经济形势以及民意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参见唐世
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载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１８７～２０３页；Ｐａｔｒｉｃｋ
Ｐｏｒｔｅｒ，“Ｗｈ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Ｇｒ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ｈａｓ　ｎｏｔ　Ｃｈａｎｇｅｄ：Ｐｏｗｅｒ，Ｈａｂｉ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４２，Ｎｏ．４，２０１８，ｐｐ．９－４６；约翰·刘易斯·加迪
斯：《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年版，第３７６～３８１页。

参见 Ｈｅｌｅｎ　Ｖ．Ｍｉｌｎｅｒ，“Ｔｈｅ　Ｅｎｄｕｒｉｎｇ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Ｈｏｗ　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Ｔｏｄａｙ’ｓ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Ｒｉｖａｌｒｙ”，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Ａｕｇｕｓｔ　１５，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１８－０８－１５／ｅｎｄｕｒｉｎｇ－ｌｅｇａｃｙ－ｒｏｂｅｒｔ－ｇｉｌｐｉｎ。

参见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
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３１０～３１９页。

参见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２１世纪的谱系》，路爱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７９～３１１页。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的 （经济）增长率差异会驱动相对实力的变化，给衰落国家
提供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动机。参见 Ｄｏｕｇｌａｓｓ　Ｃ．Ｎｏｒｔ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１１８；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Ｍ．ＤｉＣｉｃｃｏ　ａｎｄ　Ｊａｃｋ　Ｓ．Ｌｅｖｙ，“Ｐｏｗｅｒ　Ｓｈｉｆ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ｈｉｆｔｓ：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３，Ｎｏ．６，１９９９，ｐｐ．６７５－７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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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① 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

根本性因素。从长期来看，经济的长期绩效尤其是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

为一个军事强国或世界性大国的兴衰之间又存在着非常清晰的联系。② 新自

由 （制度）主义将国际制度作为核心自变量 （国际制度决定国家行为），并

将国际制度定义为 “一系列隐含或明确的原则 、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

序”。③ 建构主义则强调，“制度能够塑造个体的自我认同以及个体间的集体

认同”，且 “文化／共有知识可以反过来塑造制度”。④ 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或

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则主张，“制度是规则化了的思想或者观念……会

潜在地塑造个体的认同与文化、战略偏好 （如从相对收益的关切到绝对收益

的关切）和结果偏好”。⑤

不过，由于制度无论是国际制度还是国内制度，其大多数都是 “由或显

或隐的权力建立和维持的”———权力制定规则；⑥ 且美国的霸权也不仅仅建

立在经济、军事、科技等硬实力基础之上，更建立在一系列制度秩序之上；

对于美国而言，中国的崛起改变的不仅仅是美国在现有国际体系 （一个建立

在美国的权力优势地位和自由主义治理原则基础上的等级体系）中的权力分

布，⑦ 还涉及美国在现有国际制度秩序——— “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制度化且制

度内化程度最高的国际秩序”中的中心地位。⑧ 美国的对华政策之所以从奥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罗纳德·科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８８页；王金波：《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定量研究》，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９
年第３期，第４～２８页。

参见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第１２７页；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王保存等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７８～１７９页。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Ｄ．Ｋｒａｓｎｅ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Ｒｅｇｉｍｅｓ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６，Ｎｏ．２，１９８２，ｐｐ．１８５－２０５．

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８０００年到未来》，董杰旻、朱鸣译，中信出版集
团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１９页。

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第１９０、１９８页；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

从公元前８０００年到未来》，第２１９页。

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８０００年到未来》，第２１２、２１７页。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Ｌｉｂｅｒａｌ　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７；阿米塔·阿查亚： 《美国世
界秩序的终结》，袁正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５８页。

参见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第１９７～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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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政府 “基于自由主义的规则约束”与 “多边制度竞争”，演化为特朗普

政府基于现实主义、单边主义的合作型施压 （又称极限施压）与双边经济竞

争、全球化模式之争，① 新一届美国政府之所以在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同时，

还联合日本、欧盟竭力推动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以 “结果导向”而非

“规则导向”的改革 （内容涵盖 “第三国”的非市场导向政策和实践、国有

企业、产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电子商务等新议题、新规则），

以改变不同国家主要是中国在全球自由贸易体制中的相对收益，其根源在

于，中国日益增长的权力包括制度性权力改变／削弱的不仅仅是美国 （一定

程度上也包括日本和欧盟）的 “在位者优势”（ｉｎｃｕｍｂｅｎｃｙ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还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西方与非西方权力及观念的相对比例”。②

作为现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多边制度框架的创建者、主导者和最大受

益者，无论是战略上还是在具体的国际实践中，美国都无法、也不会放任秩

序内权力分布和秩序内制度化程度的显著变化———秩序内权力分布的显著变

化或基石性制度的颠覆通常会导致秩序的显著变化。③ 毕竟，“没有一个霸权

国会愿意放弃它的领先地位”；④ 也没有一个衰落霸权 （在其他国家至少还在

获益的情况下）愿意永远负担确保国际公共产品 （如自由贸易）正常运作所

必需的可观成本，尤其是当这个衰落霸权无法继续以更低成本获得霸权收益

或从国际制度秩序索取更多剩余效用时。⑤ 美国也不例外。正如约翰·米尔

斯海默 （Ｊｏｈｎ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所言，中美贸易摩擦或许只是美国主导和中国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王浩：《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３８～５５页。

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第１９０页、２００页。

同上，第１９６页。

同上，第２０２页。

罗纳德·罗戈夫斯基： 《商业与联盟：贸易如何影响国内政治联盟》，杨毅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８９～１９０页；程永林、黄亮雄：《霸权衰退、公共品供给与全球经济治理》，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１３１～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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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的 “有界秩序”（ｂｏｕｎｄｅｄ　ｏｒｄｅｒｓ）之间长期激烈竞争的开始。① 而美国

治下的有界秩序和中国治下的有界秩序之间的竞争不排除会像冷战时期东西

方阵营之间的竞争一样，“最终演变为长期经济增长能力的竞争”。②

正是国际制度秩序的等级性／阶级性、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因素和国家对

相对收益的考虑，决定了 （国际）制度在促进中美两国间合作 （包括中美经

贸合作）或降低冲突的局限性。③ 正如美国不会坐视苏联在其秩序之外、德

国和日本在其秩序之内的崛起一样，理论上，美国也不会任由中国日益增长

的相对实力来削弱自身在重要国际制度中的优势地位和合法性。④ 而中美两

国间的非对称依赖———中国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要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至少就中美贸易而言）———也让美国在中美贸易战中失去贸易伙伴的成本

和可能性要低于中国；⑤ 特朗普政府对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的关切和对继

续贸易所带来的长期损失的担忧，则让中国面临一个两难困境：要么失去与

美国的合作从而遭受比美国更大的损失，要么为了维持与美国的合作而付出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加速了中国的崛起。随着
中国的崛起，该秩序将被一个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 “弱式国际秩序”（ｔｈ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和两
个由美国与中国分别主导的 “强式有界秩序” （ｔｈｉｃｋ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ｏｒｄｅｒ）所替代。约翰·伊肯伯里则较
为乐观地认为，中国在现有国际秩序中寻求更多领导力的尝试，并不等于中国要颠覆２０世纪４０年
代以来、以开放和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斯泰西·戈达德也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
起的 “桥接修正主义者”（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ｔｓ），其所寻求的是秩序内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变革，而
非颠覆现有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制度秩序 （美国霸权的基础）。参见Ｊｏｈｎ　Ｊ．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Ｂｏｕｎｄ　ｔｏ
Ｆａｉｌ：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４３，Ｎｏ．４，

２０１９，ｐｐ．７－５０；Ｇ．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９４，Ｎｏ．１，２０１８，ｐｐ．７－２３；Ｓｔａｃｉｅ　Ｅ．Ｇｏｄｄａｒｄ，“Ｅｍｂｅｄｄｅ　ｄ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ｓｍ：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７２，Ｎｏ．４，２０１８，ｐｐ．７６３－７９７。
参见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第１９６页。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Ｇｌａｓｅｒ，“Ａ　Ｆｌａｗｅ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Ｗｈｙ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ｓ
Ｍｉｓｇｕｉｄ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４３，Ｎｏ．４，ｐｐ．５１－８７．

温尧：《退出的政治：美国制度收缩的逻辑》，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４～３７页。

据 “全球贸易信息系统”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ｔｌａｓ）统计，２０１８年中国对美出口４７７３．０９亿美
元，约占中国 （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１９．１８％，约占美国进口总额的２１．２４％；自美进口１５３５．３６
亿美元，约占中国进口总额的７．２５％，约占美国出口总额的７．２１％。基于上述数据计算得出的２０１８
年中国与美国的 “贸易密集度指数”（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ＴＩＩ）为１．６９，高于美国与中国的０．８２，

这表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程度，尤其是对美国最终市场的依赖程度要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
程度。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ｔｉｓ．ｃｏｍ／ｇ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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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旁支付”（ｓｉｄ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① 中国之所失 （得）即美国之所得 （失），

只要中国对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脆弱性依赖，尤其是对美国最终产品市场

的依赖仍然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逻辑上 （如果成立的话），美国作为霸

权国总会是获得相对收益的一方，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预防性打压中

国的潜在权力／能力的动机和可能性就会一直存在。②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可

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中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制度距离或规则之争也会显著影响美

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的概率。

（三）身份认同、规范重塑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文化因素

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③ 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④ 亚历山大·温特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ｅｎｄｔ）的国际政治文化理论认为，文化 （包括规范、制度、集

体认同和共有知识）决定了国家的身份、利益和行为。⑤ 塞缪尔·亨廷顿

（Ｓａｍｕｅｌ　Ｐ．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的 “文明冲突论”（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或文化现

实主义则主张，“文明是一个文化实体……文明间的力量转移正在并继续导

致非西方社会的复兴和日益伸张其自身文化”。⑥ 在亨廷顿看来，美国与中国

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中美两个文化实体或两个社会间的文化差异，冲突的

结果则反映了中美两个大国间相对实力或权力的变化。⑦ 彭慕兰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Ｐｏｍｅｒａｎｚ）则主张，在制度和信念中凝结的因文化而异的偏好和地理因素一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戴尔·科普兰： 《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金宝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５６
页；王玮：《从 “优势论”到 “优先论”：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的演进》，载 《美国研究》２０１８年
第５期，第６６～８１页。

参见高程： 《中美竞争与 “一带一路”阶段属性和目标》，第６７～７２页；Ｃｈａｄ　Ｐ．Ｂｏｗ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ＴＯ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ａ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Ｒｉｄｅｒ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９，Ｎｏ．２，２００５，ｐｐ．２８７－３１０；Ｈｅｎｒｙ　Ｆａｒｒｅｌｌ　ａｎｄ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Ｌ．
Ｎｅｗｍａｎ，“Ｗｅａｐｏｎｉｚｅｄ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Ｈｏ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Ｓｈａｐｅ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４４，Ｎｏ．１，２０１９，ｐｐ．４２－７９。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０８页。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第２０页。

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９４～１３４页。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２１～２４页。

同上，第６４、２０２～２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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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创造出了不同的 “地区”（ｒｅｇｉｏｎ）；① 而不同的地区又限制了地区／国家间

的互动、集体认同的形成和全球层面的制度化进程或规范的扩散和内化

过程。②

具体到中美两个行为体／文化实体，美国对中国作为 “他者”的战略定

位之所以从克林顿政府 “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小布什政府 “负责任的利

益攸关方”、奥巴马政府 “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转变为特朗普政府的 “战

略竞争对手”，究其根本，就在于中国的崛起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西方 （主

要是美国）与非西方 （美国认为是中国）权力及观念的相对比例。③ 特朗普

政府根植于盎格鲁—新教文化，持传统和价值观的新右翼保守主义立场，之

所以将美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界定为 “非美国”或 “非本土”，并归咎于外

部世界的 “他者”，甚至将与 “他者”中国的战略竞争称之为 “与一个真正

不同文明的较量”，④ 部分原因或更深层次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的首要地位和

权力优势不仅取决于国际物质实力对比的变化，还取决于社会承认和体系内

其他成员 （包括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规范及其他观念的内化程

度。⑤ 正是美国 “体系塑造者”的身份和中国 “崛起大国”身份的不确定性，

决定了美国不会任由中国通过权力的选择和支持，将一些特定的观念变成以

中国而非美国实力和利益为基础的新的国际规则与规范，从而削弱美国的基

于综合国力的 “结构性领导力”（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基于思想的 “知识

性领导力”（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和美国首要地位的合法性。⑥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彭慕兰、史蒂文·托皮克： 《贸易打造的世界———１４００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

黄中宪、吴莉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４页。

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８０００年到未来》，第２４３页。

参见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第１９０～２００页；彼得·Ｊ．卡赞斯坦：《中国
化与中国崛起：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进程》，魏玲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２～５页。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５～８０页；张宇燕、高程：《美国行为的根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７页；

Ａｄａｍ　Ｔａｙｌｏｒ，“Ｔｈｅ　Ｗｏｒｓｔ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ｒｕｍｐ’ｓ　Ｂａｔｔｌ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Ｍａｙ　２，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

参见 Ｍａｒｉｎａ　Ｇ．Ｄｕｑｕ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６２，Ｎｏ．３，２０１８，ｐｐ．５７７－５９２；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

８０００年到未来》，第２２４页。

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第１８７～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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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 “社会化”“制度化”（在规则和规范之中）中国或中国 “内化”

（美国主导的）国际规范的努力无法让中国表现出美国所期望的适当行为

时，① 或者中国 “以自身价值取向所进行的自主的、选择性的规范重塑和本

地化实践”让美国无法继续保持战略耐心，或让美国开始怀疑自由主义制度

“社会化”中国的效率时，② 中国作为施动者参与国际规范重塑的过程、中国

文化的 “自主性伸张”都会被美国视为力量对比的结果，以及对二战后美国为

首的 “西方”国家集体持有的 “对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或 “行为观念”的直

接威胁，即威胁美国在现有国际规范领域中的绝对优势和话语霸权。③ 正如

“‘修昔底德陷阱’隐喻建构下的美国对华政策推理不可避免地将中美关系的

矛盾塑造为世界秩序和领导权之争”一样，④ “文明冲突论”隐喻映射下的中

美关系现实必然也是负面的。该隐喻建构下的美国对华政策推理也将是对抗性

的———将中美关系的矛盾甚至中美之间正常的经贸摩擦 （涉及发展模式、经济

体制、国有企业和竞争中性、市场经济地位等）也塑造为不可调和的价值观矛

盾，并像 “安全困境”“冲突螺旋”或 “霍布斯的恐惧” （Ｈｏｂｂｅｓｉａｎ　ｆｅａｒ）一

样，放大中美利益冲突或实际冲突的规模和程度，⑤ 让 （中美）文明冲突成为

一个 “自我实现的预言”（ｓｅｌｆ－ｆｕｌｆｉ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ｐｈｅｃｙ）。⑥ 基于建构主义、文化现

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和上述理论、经验分析，我们可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中美两国间的文化差异或不同的价值观 （又称非正式制度差异）

也会显著增强中美两国间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胜湘、辛田：《均势制衡与特朗普政府 “印太”战略论析》，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８年第３
期，第５３～８９页。

参见袁正清、李志永、主父笑飞： 《中国与国际人权规范重塑》，载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
年第７期，第１８９～２０３页。

玛莎·芬尼莫尔： 《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第１６～１９页。

傅强、袁正清：《隐喻与对外政策：中美关系的隐喻之战》，载 《外交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第８５～１１２页。

有关 “安全困境”和 “螺旋模型”的进一步讨论，参见唐世平： 《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
论：防御性现实主义》，第５１～１４５页。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２页；傅强、袁正清：《隐喻与
对外政策：中美关系的隐喻之战》，第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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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领导人意象、威胁认知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美国贸易政治因素

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是总统、国会和相关利益集团三方行为体相互作用

的结果。① 作为美国外交政策最核心的国家行为体，总统在对外贸易政策的

制定过程中拥有关税制定权和贸易协定谈判权、在条约缔结上拥有正式的议

程设定权；对国家普遍利益的更大关注，也让总统在外部环境约束相对宽松

的时候更倾向于有助于提高全民福利的自由贸易政策，② 尽管也有一些经验

分析表明，总统在连任选举年更有可能发起贸易争端，或者总统所属党派更

倾向于保护主义。③ 作为总统在贸易政策上的 “宪法否决者”，国会在美国的

贸易政治中拥有立法权；美国国会碎片化的选举体系、④ 国会议员对狭隘利

益而非国家普遍利益的眷顾和国会内部权力结构的分散，往往使其更容易受

—３５—

①

②

③

④

吉恩·格罗斯曼 （Ｇｅｎｅ　Ｍ．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埃尔赫南·赫尔普曼 （Ｅｌｈａｎａｎ　Ｈｅｌｐｍａｎ）的两阶
段非合作博弈均衡模型即 “保护待售”模型认为，贸易政策的最终形成是政策的制定者和利益集团
相互作用的结果；罗伯特·鲍德温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ａｌｄｗｉｎ）基于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间美国国会三个贸易议案
（ＮＡＦＴＡ、乌拉圭回合协议和给予中国 ＭＦＮ待遇）投票结果的经验分析，验证了政府和利益集团对
美国贸易政策形成的重要影响，表明美国贸易政策在一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是 “用于出售的”（ｆｏｒ
ｓａｌｅ）；李坤望和王孝松基于美国对华反倾销的经验分析表明，美国反倾销税率的最终形成是三个国
内行为体———利益集团、国会议员和裁决机构 （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ＩＴＡ）之间互动的结果。参见

Ｇｅｎｅ　Ｍ．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Ｅｌｈａｎａｎ　Ｈｅｌｐｍａ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ａｌｅ”，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８４，Ｎｏ．４，１９９４，ｐｐ．８３３－８５０；Ｒｏｂｅｒｔ　Ｅ．Ｂａｌｄｗｉｎ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Ｓ．Ｍａｇｅｅ，“Ｉｓ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Ｓａｌｅ？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Ｖｏｔｉｎｇ　ｏ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ｒａｄｅ　Ｂｉｌｌｓ”，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Ｖｏｌ．１０５，Ｎｏ．１－２，２０００，

ｐｐ．７９－１０１；李坤望、王孝松：《申诉者政治势力与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歧视性：美国对华反倾销裁定
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载 《世界经济》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第３～１６页。

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大国的经济政策取决于其所处的地缘战略环境；在约束性的国际环
境中，大国更加关注自由贸易的安全外部效应并由此不愿采取自由贸易；而在高度约束的环境中或
当安全极度匮乏时，国家或退出自由贸易，就像１９３０年大萧条时期美国采取 “以邻为壑”贸易政策
一样。参见诺林·里普斯曼等：《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１４７～１５０页。

布拉德福德·詹森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Ｊｅｎｓｅｎ）等基于美国服务贸易和制造业数据的经验分析发现，

国际贸易直接影响美国总统选举；葆拉·康科尼 （Ｐａｏｌａ　Ｃｏｎｃｏｎｉ）等使用１９９５～２０１４年的美国数据，

实证分析了选举激励对于贸易争端的影响，发现美国总统更加倾向于在连任选举年发起贸易争端来
保护重要选票州的相关产业。参见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　Ｊｅｎｓｅｎ，Ｄｅｎｎｉｓ　Ｐ．Ｑｕｉｎ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ｅｙｍｏｕｔｈ，
“Ｗｉｎ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ｏｓｅｒ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Ｕ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Ｖｏ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７１，Ｎｏ．３，２０１７，ｐｐ．４２３－４５７；Ｐａｏｌａ　Ｃｏｎｃｏｎｉ　ｅｔ　ａｌ．，“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ｕｓｌｙ　Ｔｉｍ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０５，２０１７，ｐｐ．５７－７６。

与总统在全国范围内的选举有所不同，美国国会选举由１００个参议员、４３５个众议员合计

５３５个分离的地方选举体系构成。参见田野：《贸易自由化、国内否决者与国际贸易体系的法律化》，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４７～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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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的社会利益集团的影响而倾向于贸易保护。除此之外，利益集团的政

治献金、① 有组织的政治游说 （包括行政表达和立法表达）及其对参众两院

的压力和对国会议员偏好结构的塑造，也会对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产生重要

影响。② 总体而言，在美国的贸易政治中，总统作为美国对外政策议程的发

起者，相对而言更具自由贸易倾向； “１９３４年体制”、１９７４年的 “快车道程

序”（ｆａｓｔ－ｔｒａｃｋ）和２００２年的 《贸易促进授权法案》（ＴＰＡ），也让时任总统

在美国的贸易政治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和比较优势———信息优势、议程设定

优势；而国际贸易制度 （如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化和国际贸易制度

在美国国内贸易政治中的权力再分配作用，也显著降低了总统领导下的行政

机构 （如ＵＳＴＲ、美国商务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等）在国会压力下的脆

弱性。③

鉴于总统在美国对外贸易决策体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总统作为美国最高

领导人的 “意象”（ｉｍａｇｅ）不可避免地会对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反应产生显

著影响———不仅影响总统对即将到来的体系刺激的感知，也会影响美国回应

体系压力的方式。④ 同样，具体到中美贸易摩擦，特朗普的信仰、个性、特

征等认知性中介变量，在当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⑤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据美国政治责任中心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ＲＰ）统计，在２０１７～２０１８选举周
期，有３７４７个利益集团的政治性组织 （ＰＡＣｓ）共募集选举资金３１亿美元，向候选人提供政治献金

５．０３亿美元，其中民主党候选人合计２．２８亿美元 （４５．２％）、共和党候选人合计２．７４亿美元
（５４．５％）；就具体行业而言，劳工组织有８４．４７％的政治献金流向民主党，能源集团则有７４．８％、

金融集团有６０．３％、军工集团有５９．８％流向共和党。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ｏｐｅｎ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ｒｇ／ｐａｃｓ／

ｓｅａｒｃｈ．ｐｈｐ。

李坤望和王孝松基于美国国会ＰＮＴＲ议案 （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投票结果
的经验分析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是政府和利益集团共同作用的结果，利益集团的政治献金对贸
易议案的投票结果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杨飞等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ＷＩＯＤ投入产出数据和美国对华反
倾销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中美技术差距的缩小、贸易逆差 （或进口渗透率）和利益集团的政治游
说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主要影响因素，而经济因素对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影响却较小。参见李坤望、

王孝松：《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形成因素———以ＰＮＴＲ议案投票结果为例的政治经济分析》，

载 《经济学》（季刊）２００９年第２期，第３７５～３９６页；杨飞、孙文远、程瑶：《技术赶超是否引发中
美贸易摩擦》，载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第９９～１１７页。

田野：《贸易自由化、国内否决者与国际贸易体系的法律化》，第４７～７６页。

诺林·里普斯曼等：《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６０～６３页。

周琪：《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及其决策环境》，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５７～
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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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 “高转变倾向、投机倾向和易受他人影响”的特征和心理特点，① 不

仅影响着其作为美国领导人对中美实力对比和预期权力趋势的评估，也影响

着美国回应中国崛起的方式。特朗普 “非传统、非常规的个性特质、行为习

惯和施政方式”，不仅深刻地塑造了其 “对权势、利益、秩序、道德等国际

政治基本概念的理解”，也深刻地影响了 “美国的国家利益界定和国际社会

的政治生态”。② 正是以特朗普为核心的美国决策者对中国实力的错误认知

（而非真实或实际的实力分布），③ 让美国的大战略在将中国视为首要威胁的

同时，还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作为美国大战略的重心。而特朗普霍布斯式的

现实主义观、零和思维和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界定，不仅威胁到长期以来 “自

由主义国际秩序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这一美国国内共识，也与其国内迅速

崛起的民粹主义政治和国内政治、社会的极化一起，在削弱美国自由主义国

际秩序的安全与经济维度的同时、加剧了美国首要地位的不确定性。④

由于国家在面对体系力量对比变化时的战略反应不完全由体系层次的压

力所决定，还取决于国内政治结构如何传导这种体系层次的压力；⑤ 美国国

内政治的 “双重极化”（ｔｗｏ－ｌｅｖｅｌ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⑥ “两党政治精英在对外战

略方面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共和党内部的分裂与极化、白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季乃礼、孙佳琪：《特朗普对华心理探析———基于信念体系操作码的解读》，载 《理论与改
革》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７９～９４页。

王一鸣、时殷弘： 《特朗普行为的根源———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９８～１２７页。

约瑟夫·奈认为，经济实力只是地缘政治平衡的一部分，在人均ＧＤＰ、军事和软实力方面
中国仍将落后于美国。本特利·艾伦 （Ｂｅｎｔｌｅｙ　Ｂ．Ａｌｌａｎ）等也认为，尽管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有所衰
落，但身份认同与民族认同一起会继续给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提供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支持；

在中国能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替代方案之前，中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成为霸权。

参见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Ｎｙ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ｆｒｏｍ　Ｗｉｌｓｏｎ　ｔｏ　Ｔｒｕｍ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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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第５页。

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政治的两极化由来已久，“特朗普的当选既是美国政治极化的症状表
现，也是导致美国政治进一步极化的原因之一”。参见Ｊｏｓｅｐｈ　Ｓ．Ｎｙｅ，“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ｆｒｏｍ　Ｗｉｌｓｏｎ　ｔｏ　Ｔｒｕｍｐ”，ｐｐ．６３－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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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蓝领阶层对民主党日益明显的疏离，① 不仅显著影响着美国核心决策者对

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对 “中国威胁”的感知和评估，② 还在显著影响着美

国对华战略的基本取向、中美战略竞争的主题和美国回应中国崛起的方式。

主流 “建制派—全球主义者”与 “反建制派—本土主义者”之间的尖锐对立

和冲突、前者对华政策中越来越多的地缘政治倾向和对安全维度的更多关

注，也让 “安全竞争越来越有可能取代经济竞争成为下一阶段中美战略竞争

的主题”。③ 不仅如此，随着美国国内民粹主义政治的崛起和特朗普政治上对

关键选民群体即以白人蓝领阶层为代表的 “反建制派—本土主义者”依赖的

日益加深，“反建制派—本土主义者”的利益诉求对特朗普政府内政、外交

政策的影响也愈发显著。④ 而美国国内贫富差距的扩大、政治价值的对立和

种族矛盾的复杂化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美国社会的极化与分裂，⑤ 也让民粹主

义在将所有政治问题都归结于 “归属”问题的同时，还借助民族主义、保守

主义的概念和观点不惜将中国塑造为假想敌。⑥ 正是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核

心决策者对 “中国威胁”的错误认知和评估、美国国内政治社会的极化、民

粹主义的崛起、各种社会行为体的物质利益和根深蒂固的反国家主义意识形

态综合在一起，共同促成了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正如约瑟夫·奈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Ｎｙｅ）所言，美国的首要地位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今天所面临的困难，不

仅源于中国的崛起，也源于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的极化。⑦ 基于新古典现实

主义和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双层博弈的理论框架，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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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第４３～４６页。

在美国的外交传统中，共和党更倾向于通过威胁来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威胁评估时更
加注重美国所处的外部安全环境；而民主党往往通过意识形态来界定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威胁评估
中受自身价值观的影响会更多一些。参见左希迎：《威胁评估与美国大战略的转变》，载 《当代亚太》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第４～５０页。

王浩：《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第４４、

５４页；王浩：《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的双重逻辑及其互动》，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年第３
期，第４７～６９页。

王浩：《从制度之战到经济竞争：国内政治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第４５页。

刘世强、赵乐：《社会分化、民主失灵与美国政治的未来前景》，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８年第５
期，第１２９～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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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９８，Ｎｏ．２，Ｍａｒｃｈ／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ｐｐ．３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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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４：美国国内不同政治行为体、社会行为体的利益诉求、政策偏好

也会进一步强化中美两国因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制度和文化差异所引发的

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五）要素禀赋差异、收入不平等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经济因素

国家间的要素禀赋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和贸易所得的来源，而贸易的

结果尤其是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对一国国内政治分化的影响，则取决于该国

的要素分布。①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Ｏｈｌｉｎ　ｍｏｄｅｌ）的 “要素禀

赋理论”（ｆａｃｔｏｒ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认为，国际贸易会使一国相对稀缺的生产

要素受损，使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获益。②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 （Ｓｔｏｌｐｅｒ－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ｍ）的 “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ｉｃｅ　ｅｑ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进一步显示，长期来看，国际贸易会提高一国丰裕要素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的实

际收入 （或者说丰裕要素从贸易中受益），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和密集使用者的

实际收入 （也可以说稀缺要素从贸易中受损）。③ 李嘉图—维纳定理 （Ｒｉｃａｒｄｏ－

Ｖｉｎｅｒ　ｔｈｅｏｒｅｍ）的 “特定要素模型”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ｏｄｅｌ）则强调，短期

内，自由贸易会提高一国出口部门特定要素的实际收入 （即出口部门的特定

要素受益），降低该国进口竞争部门特定要素的实际收入 （即进口部门的特

定要素受损）。④ 马克·梅利兹 （Ｍａｒｃ　Ｍｅｌｉｔｚ）的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ｏｒｙ）则发现，自由贸易会进一步强化那些以

充裕要素为基础的产业的比较优势，迫使那些生产率低的企业退出市场。⑤

因此，对于美国这样一个资本、土地、技术和熟练劳动等 “有效要素禀赋”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充裕而非熟练劳动相对稀缺的国家而言，理论

上，资本 （尤其是金融资本）、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农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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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莱斯·鲍什：《民主与再分配》，熊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２９～１３０页。

罗伯特·芬斯特拉、艾伦·泰勒：《国际贸易》（第三版），张友仁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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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自由贸易而获益，① 而工人和劳动密集型或生产率低的企业则会因自由

贸易而受损 （或者说会因贸易保护而获益）。②

就中美贸易而言，在短期的特定要素模型中，依据李嘉图—维纳定理，

理论上，美国出口产业中的特定要素受益者会支持与中国的自由贸易，但进

口竞争性产业中的特定要素受损者会反对自由贸易或赞成贸易保护———如对

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以改变其贸易条件。在长期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中，依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美国的熟练劳动力 （充裕要素）会因收

入水平的增加支持与中国的自由贸易，但非熟练劳动力 （稀缺要素）会因相

对工资的下降和工资差距的增大而反对自由贸易或赞成贸易保护。在新新贸

易理论或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中，自由贸易和外部高效率企业的进入可能会

让美国国内部分劳动生产率低的企业退出市场。而在萨缪尔森修正后的李

嘉图—穆勒模型中，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提升会使中国在原本美国拥有比

较优势的产品上获得比较优势，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中国自由

贸易反而会降低两国间的潜在贸易收益，进而会给美国的实际人均收入造

成持久损失。③ 基于美国的实证研究也发现，进口增长或较高的进口渗透率

水平会导致美国国内企业面临更大的需求竞争，④ 不仅降低了美国国内制造

业就业和工资水平，⑤ 还导致了低技术或非熟练劳动力相对工资的下降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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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平等水平的上升，① 加大了美国国内稀缺要素拥有者或密集使用者要求

贸易保护的压力。②

正是由于不同要素禀赋、不同生产率差异下国际贸易会产生不同的受益

者和受损者，进而造成不同的国内政治分化，在中美贸易长期失衡、中国对

美国进口渗透率不断提升的情况下，中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尤其是跨生

产要素的收入分配效应重新强化了美国国内不同要素拥有者或密集使用者的

政治立场。③ 不过，由于一国的要素禀赋差异，尤其是有效要素禀赋的相对

丰裕程度并非一成不变，加之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相对收益各不相同，且各国

的相对收益程度又取决于各自的贸易条件，因此，在中美两国有效资源禀赋

尤其是决定有效要素禀赋水平的技术禀赋差距不断缩小、中国的生产率水平

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对于美国的贸易决策者而言，是继续与中国保持自由贸

易还是转而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甚至采取冷战时期 “巴黎统筹委员会”

（ＣＯＣＯＭ）式的经济遏制政策，不仅取决于美国在中美贸易中的绝对收益，

—９５—

①

②

③

统计显示，美国收入前１０％人群在１９１０～１９３０年间拥有４０％～５０％的国民收入，１９３０～
１９５０年这一比例下降到３０％～３５％区间。随后的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不平等程度一直稳定在该区间。

自１９８０年开始，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迅速增加；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收入前１０％人群占国民收入的
比例又重新回到４５％～５０％水平。２０１８年，美国收入最高的１０％的人群占全部财富的比例进一步上
升至７０％左右，收入最高的１％的富裕家庭所占有的财富比重则从１９８９年的２３％上升至２０１８年的

３２％。不过，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国际贸易只是导致美国收入不平等水平上升的因素之一，理论和
经验分析都无法将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完全归咎于单纯的贸易逆差，单纯的贸易逆差也无法替代性解
释美国因资本 “为积累而积累”（过度积累）、技术进步 （创造性破坏）而导致的不平等程度的增加。

参见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Ｊ．Ｋｅｈｏｅ，Ｋｉｍ　Ｊ．Ｒｕｈｌ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Ｂ．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Ｇｌｏｂａｌ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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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ｔｔｙ　ｅｔ　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ｇｏｖ／ｅｃｏｎｒｅｓ／ｆｅｄｓ／ｆｉｌｅｓ／２０１９０１７ｐａｐ．ｐｄｆ；托马斯·皮凯蒂：《２１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５～２６页；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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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代亚太　

更取决于美国对相对收益的长远预期。① 基于上述经济理论和经验分析，本

文可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５：美国国内不同要素拥有者或密集使用者的政治立场、利益诉求与

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叠加，也会显著提升中美两国间贸易摩擦发生的可能性。

三、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１９８０～２０１８年美国对外发起的贸易争端数据，本文将以不同贸易

伙伴与美国的制度距离、文化 （价值观）差异和军事、经济、科技实力差距

为核心解释变量，以美国国内政治为中介变量，以贸易、投资为渠道变量，

采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一）数据和变量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ｄｉｓｐｕｔｅ）是一个计数变量———美国在第ｔ年对其贸

易伙伴ｊ发起的贸易争端立案次数，涉及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别

保障措施、３０１调查、３３７调查等六类争端方式。样本期间，美国累计对中

国发起反倾销２２５起、反补贴８５起、保障措施４起 （另有涉华案件８起）、

特别保障措施４２起，分别占美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

施案件总数的１５．３％、１２．５％、３３．３％和１００％；累计对中国发起３０１调查

６起、３３７ 调查 ２５１ 起，分别占美国 ３０１、３３７ 调查案件总数的 ５．６％
和２３．５％。②

２．核心解释变量

（１）相对实力分布：本文采用不同贸易伙伴与美国的军费支出之比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之比等体系因素或结构

性变量作为其与美国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 （即潜在权力转化为有效权力

—０６—

①

②

戴尔·科普兰：《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第５０６～５１５页。

反倾销、反补贴、（特别）保障措施数据来自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和世界银行全球反倾销数
据库，３０１和３３７调查数据来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ＩＴＣ）历年年度贸易报告。参见ｈｔｔｐ：／／

ｃａｃｓ．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ｄａｔａｓｅｔ／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ｔｒａｄｅ－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ｔｐｓ：／／ｕｓｉｔｃ．ｇｏｖ／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



制度距离、文化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权力因素　

的效率）差距的代理变量，绝对值越接近１实力差距越小。①

（２）制度距离：基于世界银行 “全球治理指数”（ＷＧＩ）数据库数据，本

文采用标准化欧式距离测算法从 “民众话语权”（ｖ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政

治稳定性”（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政府效率”（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监管

质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法治水平”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和 “腐败控制能力”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六个维度来测度不同贸易伙伴与美国的政治制度差异

（ＰＤ）。基于美国传统基金会的 “经济自由度指数”（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

数据，本文还采用标准化欧式距离测算法选择商业、贸易、财政、货币、投

资、金融自由度指数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和产权保护等八个指标来测度

不同贸易伙伴与美国的经济制度差异 （ＥＤ）。

（３）文化差异：基于霍夫斯泰德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的文化距离 （ＣＤ），本文

采用标准化欧式距离测算法来测度不同贸易伙伴与美国在行为准则和价值观

等方面的不同。② 选择按民族人口比重加权计算的跨国间遗传距离 （又称基

因距离，ＧＤ），来进一步测度不同贸易伙伴与美国在民族异质性、文化包容

性等社会环境方面的差异。③ 理论上，拥有共同的文化特征有助于减少贸易

的非正式障碍。④

３．美国国内政治变量

本文选择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总统大选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时任总

统所属党派 （ｅｘｅｃｍｅ，共和党为１，否则为０）、共和党是否对参议院

（ｓｅｎａｔｅ）或众议院 （ｈｏｕｓｅ）拥有控制权、府院是否一致 （ｅｘｅｌｅｇｅ）等虚拟

变量来实证考察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贸易摩擦的影响。⑤ 本文还选择美国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军费支出、ＧＤＰ数据和全要素生产率数据分别来自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ＳＩＰＲＩ）军
费开支数据库、ＵＮＣＴＡＤ统计数据库和 “宾大世界经济表”（ＰＷＴ９．１）。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

ｈｔｔｐ：／／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ＥＮ／；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ｕｇ．ｎｌ／ｇｇｄｃ／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ｗｔ／。

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ｃｏｍ。

本文采用Ｎｅｉ标准遗传距离法来测度各国与美国之间的遗传距离。参见黄新飞、王绪硕、杨
子晖：《民族异质性、经济交流与跨国技术溢出》，载 《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１１９～
１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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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４１，Ｎｏ．７，２０１８，ｐｐ．１８１２－１８３２．

数据来自美洲开发银行 ＤＰＩ２０１７数据库，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ａｄｂ．ｏｒｇ／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ｄａｔａ／ｄｐｉ２０１７。



　□ 当代亚太　

“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政治献金 （ｐａｃ）、美国前１％收入组占美国国内收入

的比重 （ＩＥ）作为相关利益集团和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代理变量，来

实证分析美国国内不同社会行为体、不同要素拥有者或密集使用者的政治立

场、利益诉求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①

４．渠道变量

本文采用美国对外贸易逆差 （ｄｅｆｉｃｉｔ）、不同贸易伙伴对美出口占美进

口总额的比重即进口渗透率 （ＩＭ）、不同贸易伙伴对美直接投资 （ＦＤＩ）占

美国内总需求的比例和实际有效汇率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等与贸易有关的变量作为

渠道变量。②

５．控制变量

（１）宏观经济变量：本文采用美国实际ＧＤＰ增长率 （ｒｅａｌｇｄｐ）作为宏

观经济解释变量引入模型之中 （滞后一期）。③

（２）双边政治关系变量：本文选择是否签有自由贸易协定 （ＲＴＡ，是为

１，否则为０）、各国与美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立场的一致性 （ａｆｆｉｎｉｔｙ，数值

越大、立场越接近）作为不同贸易伙伴与美国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④

（３）其他距离变量：本文将短期内两国间不随时间变化的其他距离变

量———与美国首都间距离的对数值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与美国的宗教信仰差异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数 值 越 小、宗 教 信 仰 越 相 近）、是 否 拥 有 同 一 法 律 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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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政治献金数据来自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官方网站和美国政治责任中心 “政治捐献数据库”

网站，收入不平等数据来自 “世界不平等数据库”和美联储 ＤＦＡｓ数据库。参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ｆｅｃ．ｇｏ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ｏｐｅｎ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ｒｇ／；ｈｔｔｐｓ：／／ｗｉｄ．ｗｏｒｌｄ；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ｅ．ｇｏｖ／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ｅｆａ／ｅｆ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ｈｔｍ。

贸易数据来自 “战争相关指数”（ＣＯＷ）中的Ｔｒａｄｅ （ｖ４．０）数据库和 “全球贸易信息系统”
（ＧＴＡ）数据库，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 （ＥＢＡ）官方网站，对美元实际有效汇率数据
来自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指标” （ＷＤＩ）数据库。参见ｈｔｔｐ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ｏｆｗａｒ．ｏｒｇ；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ｇｔｉｓ．ｃｏｍ／ｇｔ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ｅａ．ｇｏ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１ｕｓｄｂａｌ；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ｔｏｐｉｃ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数据来自ＵＮＣＴＡＤ统计数据库，ｈｔｔｐ：／／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ＥＮ／。

自由贸易协定数据来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方网站，与美国联大立场一致性数据来自埃
里克·伏特 （Ｅｒｉｋ　Ｖｏｅｔｅｎ）整理发布的联大投票数据库。参见ｈｔｔｐｓ：／／ｕｓｔｒ．ｇｏｖ／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ｖｅｒｓ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ｄａｔａｓｅｔ．ｘｈｔｍｌ？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Ｉｄ＝ｈｄｌ：１９０２．１／１
２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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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ｌｅｇａｌ）———纳入控制变量之中。① 主要变量含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

表１。

表１　主要变量含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ｄｉｓｐｕｔｅ 贸易摩擦 ０．５０６６　 ２．１７４１　 ０　 ４５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与美国的军事实力之比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２４８　 １．４０×１０－６　 ０．４０９

ＧＤＰ 与美国的经济实力之比 ０．０２０６　 ０．８７９６　 ４．２１×１０－６　 １．４３８

ＴＦＰ 与美国的科技实力之比 ０．６９２２　 ０．３４６７　 ０．１０５　 ４．１７５

ＴＦＰ２ 与美国科技实力之比的平方 ０．５９９３　 ０．７９２８　 ０．０１１　 １７．４３３

ＰＤ 与美国的政治制度距离 ３．８０７４　 １．８８９２　 ０．２８７　 ８．７９４

ＥＤ 与美国的经济制度距离 ２．７８１９　 ０．８３６４　 ０．０９５　 ３．９７６

ＣＤ 与美国的文化差异 ２．８３７１　 １．２９５４　 ０．２６５　 ６．６２７

ＧＤ 与美国的遗传距离 ４．８３５９　 ０．６０３７　 ４．０１８　 ５．９９

ｄｅｆｉｃｉｔ 贸易逆差 （对数值） ８．２４７３　 ９．９６１　 ０　 ２６．７６２

ＩＭ 进口渗透率 （％） ０．６４６７　 ２．３６４３　 １．５８×１０－７　 ２４．３９６

ＦＤＩ 投资联系程度 ０．０８８５　 ０．３２０４ －０．７６４　 ２．９１２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实际有效汇率 （对数值） ４．６４８９　 ０．３５１９　 ２．９２７　 ８．１４５

ｒｅａｌｇｄｐ 美国经济增速 （％） ２．６０９０　 １．８８１８ －２．７７６　 ７．２５９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美国总统大选 （虚拟变量） ０．２３６８　 ０．４２５２　 ０　 １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虚拟变量） ０．２６３２　 ０．４４０４　 ０　 １

ｐａｃ 利益集团政治献金 （对数值） ２０．０８９６　 ０．６７８７　 １８．７４１　 ２１．５３８

ＩＥ 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 （％） １７．０７６２　 ３．０２１４　 １１．１５９　 ２１．０２１

ＲＴＡ 自由贸易协定 （虚拟变量） ０．１６９７　 ０．３７５４　 ０　 １

ａｆｆｉｎｉｔｙ 与美国联大立场一致性 ０．２１１０　 ０．１３６８　 ０　 １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地理距离 （对数值） ８．９６８２　 ０．５４２５　 ６．６０３　 ９．７０３

ｃｏｍｌｅｇａｌ 共同法律体系 （虚拟变量） ０．３００８　 ０．４５８７　 ０　 １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宗教信仰差异 ０．１５４９　 ０．１８０７　 ０．０００１　 ０．９５７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出

—３６—

① 数据来自ＣＥＰＩＩ数据库，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ｐｉｉ．ｆｒ／ＣＥＰＩＩ／ｅｎ／ｂｄｄ＿ｍｏｄｅｌ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ｓｐ？ｉｄ＝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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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量模型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一个非负整数，本文选择计数模型对中美贸易

摩擦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ｉｊｔ｜Ｘ，Ｙ，ｔ（ ）＝ｅｘｐα０＋α１Ｘｉｊｔ＋λＹ＋εｉｔ（ ） （１）

其中，ｄｉｓｐｕｔｅｉｊｔ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国家ｉ （美国）在ｔ年对国家或地

区ｊ （包括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数量。

对 （１）式两边取对数可得如下回归方程：

ｌｏｇ　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ｉｊｔ｜Ｘ，Ｙ，ｔ（ ）［ ］＝α０＋α１Ｘｉｊｔ＋λＹ＋εｉｔ （２）

其中，Ｘ 为核心解释变量，包括不同贸易伙伴ｊ与国家ｉ （美国）的制

度距离、文化差异和军事、经济、科技实力之比；Ｙ 为控制变量，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贸易、直接投资、实际有效汇率、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其他不随

时间变化的距离变量；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由于被解释变量的方差大于均值，为了避免过度分散问题，本文采用面

板负二项而非面板泊松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回归分析之前，本文还对模型

分别进行了相关性检验和多重共线性检验。相关性检验除了经济实力与军事

实力差距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的相关系数大于０．７外，其他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不包括交互项）均低于０．７的临界值；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则显示模型不

存在共线性问题，所有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值均小于１０的临界值。

（３）回归结果及相关分析

１．基准模型回归

表２报告了以制度距离、文化差异和相对实力为核心解释变量的中美贸

易摩擦影响因素的面板负二项模型基准计量结果。核心解释变量中，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和ＧＤＰ 的系数分别在１％、１０％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实证结果

表明，一国与美国的军事、经济实力差距的缩小 （比值越大差距越小），即

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会显著增加该国遭受美国反倾销、反补贴或３０１、３３７
贸易调查的概率 （其中，ＧＤＰ 的系数为０．８６６，意味着经济实力差距每缩小

１％，贸易摩擦的概率会显著增加０．８６６％），符合理论预期。

ＴＦＰ 的系数显著为正而ＴＦＰ２ （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差距的平方项）的系

数在１０％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以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为测度的一国与技术前

沿国家———美国的技术差距与该国遭受美国贸易摩擦的概率存在显著的倒 Ｕ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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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关系，这一关系意味着在一国与美国的技术差距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前 （临

界点的左边），两国技术差距的缩小 （ＴＦＰ 之比越大）会显著增加美国对该

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超过一定的临界点之后 （临界点右边），该国对

美国的技术赶超才会降低美国作为技术前沿国家对该国发起贸易摩擦的概

率。① 换言之，一国对美国的技术赶超与该国遭受美国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并

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从本文的分析结果来看，至少就现阶段而言，在中国的

全要素生产率还未达到超过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即中美技术差距还没

有超过一定的临界点之前，中国对美国的技术赶超会显著提高美国对中国发

起贸易摩擦的概率，符合理论预期和经验分析。

其他核心解释变量中，ＰＤ 和ＥＤ 的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

一国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差异与该国遭受美国贸易摩擦的可能性显著负

相关；这一经验结果也表明，一国与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接近并不必然意

味着该国不会遭受美国的贸易摩擦。② ＣＤ 和ＧＤ 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③ 表

明以霍夫斯泰德的文化距离为测度的一国与美国在观念、规范等方面的差异

（又称非正式制度差异），和以遗传距离为测度的一国与美国在民族异质性、

文化包容性等方面的更深层次的差异，也会对该国遭受美国贸易摩擦的概率

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且差异越大、越容易遭受美国的贸易摩擦。④

—５６—

①

②

③

④

类似结论与解释，参见杨飞、孙文远、程瑶：《技术赶超是否引发中美贸易摩擦》，第１０９～
１１０页。

在本文的样本中，以民主程度、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
能力等指标为测度的德国、日本、加拿大，与美国的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 （以经济自由度
指数为测度）要明显小于其他国家，但三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 （合计约占样本期间美国对外贸易摩
擦总量的２２．４％），无论是数量还是强度 （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前），都要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系数不显著或许是因为两国间的文化观念或规范差异并非直接而是间接 （通过渠道变量如
贸易、投资）影响两国间的经济合作与冲突 （如贸易摩擦）。在本文后续的贸易的渠道效应分析中
（见表３），文化距离 （ＣＤ）、基因距离 （ＧＤ）与贸易逆差 （ｄｅｆｉｃｉｔ）的交互项均为正或显著为正，
表明一国与美国的文化、观念差异，通过贸易的渠道效应会显著加大该国遭受美国贸易摩擦的可
能性。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以遗传距离为测度的两个国家间的民族异质性、文化差异性 （也被认
为是长期制度差异的根源）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隐性知识复制障碍、知识协调与治理障碍，会加大两
国间合作与经济交流的不信任度和政治经济成本，对两国间的合作与交流、贸易和投资也会产生一
定的阻碍作用。有关遗传距离对两国间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影响，更多分析参见黄新飞、关楠、翟爱
梅：《遗传距离对跨国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理论和中国的实证分析》，载 《经济学》（季刊）２０１４年
第３期，第１１２７～１１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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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变量中，ｄｅｆｉｃｉｔ在所有模型中为正且除了模型１外均显著为正，

ＩＭ、ＦＤＩ在所有模型中显著为正 （１％水平），ｅｘｃｈａｎｇｅ在所有模型中显著

为负 （至少５％水平），表明一国对美贸易顺差 （美国逆差）、对美出口占美

国进口的比重 （进口渗透率）、对美直接投资占美国国内总需求比重的上升

和对美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下降 （本币贬值）均会增加该国遭受美国贸易

摩擦的概率，符合经济学理论预期。

表２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因素的面板负二项模型

　　　模型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４．１５７＊＊＊

（１．０８３）

ＴＦＰ
２．１６８＊

（１．２１７）

ＴＦＰ２
－１．２７４＊

（０．７１７）

ＧＤＰ
０．８６６＊

（０．７０７）

ＰＤ
－０．２５３＊＊＊

（０．０６８３）

ＥＤ
－０．０３４２＊＊＊

（０．０１１１）

ＣＤ
０．０３８５
（０．２６５）

ＧＤ
０．０５７４
（０．２６３）

ｄｅｆｉｃｉｔ
０．００６９０
（０．００４２６）

０．００８４９＊＊

（０．００４２０）
０．００８６８＊＊

（０．００４２０）
０．００８６９＊＊

（０．００４１８）
０．００８１５＊

（０．００４２２）
０．００８４７＊＊

（０．００４２１）
０．００８０１＊

（０．００４２４）

ＩＭ
０．０３０７＊＊＊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６１４＊＊＊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４８７＊＊＊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５５１＊＊＊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５８６＊＊＊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６８２＊＊＊

（０．００９４４）
０．０６６８＊＊＊

（０．００９７９）

ＦＤＩ
０．４４１＊＊＊

（０．０９８０）
０．３９４＊＊＊

（０．０９８８）
０．３６３＊＊＊

（０．１０５）
０．３８３＊＊＊

（０．０９７７）
０．３９０＊＊＊

（０．０９８２）
０．４１２＊＊＊

（０．０９７５）
０．４０１＊＊＊

（０．０９７５）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０．４０１＊＊

（０．１９５）
－０．４６４＊＊＊

（０．１７９）
－０．５８９＊＊＊

（０．１８８）
－０．４８９＊＊＊

（０．１７８）
－０．４９８＊＊＊

（０．１７６）
－０．４７０＊＊＊

（０．１７６）
－０．４８０＊＊＊

（０．１７７）

ｒｅａｌｇｄｐ
－０．３６３＊＊＊

（０．１０５）
－０．２２１＊＊

（０．１０６）
－０．２１６＊＊

（０．１０４）
－０．２２８＊＊

（０．１０３）
－０．２６０＊＊

（０．１０５）
－０．２１０＊＊

（０．１０５）
－０．２０７＊＊

（０．１０５）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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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０．１９１
（０．２２５）

０．０９７０
（０．２３９）

０．１２０
（０．２３４）

０．１４６
（０．２３５）

０．１７６
（０．２３６）

０．１１７
（０．２３６）

０．０８１７
（０．２３８）

ＲＴＡ
０．４７６＊＊＊

（０．１２３）
０．２９６＊＊

（０．１２１）
０．３０８＊＊

（０．１２０）
０．３１９＊＊＊

（０．１１６）
０．３１０＊＊＊

（０．１１７）
０．２７４＊＊

（０．１１９）
０．２８７＊＊

（０．１２５）

ａｆｆｉｎｉｔｙ
０．９９４＊＊

（０．４５７）
０．７９０＊

（０．４６４）
０．９５１＊＊

（０．４５３）
０．４５７
（０．４７６）

０．６７７
（０．４６４）

０．８４６＊

（０．４５１）
０．８９５＊

（０．４６８）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０．１０８
（０．２０２）

－０．０３９０
（０．２０５）

－０．１３６
（０．２１５）

－０．０９６９
（０．１９３）

－０．０４６０
（０．１９７）

－０．０７０４
（０．２１０）

－０．０７９７
（０．２３１）

年份效应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０．３１６８　 ０．０１８２　 ０．９９９１　 ０．８０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７０　 ０．２０３４

Ｎ　 １６４０　 １５８１　 １７５３　 １７５３　 １７５３　 １４９９　 １５３４

说明：括号外数值为系数，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
水平上显著

美国国内政治变量中，ｅｌｅｃｔｉｏｎ的系数在所有模型中为正，表明四年一

度的总统大选也会加大美国对外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鉴于总统在美国对

外贸易政策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基准模型中，本文仅选择总统大选作为中介

变量来考察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贸易摩擦的影响，其他国内政治因素对中美

贸易摩擦的影响见表４）。

在控制变量中，ＲＴＡ 的系数在所有模型中均显著为正 （至少５％水平），

这表明，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区域／国际贸易制度的法律化尤其是争端解决

机制的法律化，反而会强化美国对特定贸易伙伴、特定产品发起贸易摩擦的

可能性。①ａｆｆｉｎｉｔｙ的系数在所有模型中为正且在大部分模型中显著为正，

这表明，一国与美国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并不必然会降低美国对该国 （包括

—７６—

① 自由贸易协定并未有效降低美国对其协定伙伴发起贸易摩擦的概率，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

美国依据国内法发起的贸易调查并不受自由贸易协定约束；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特定国家、特定产
品对美出口数量的大幅增加，即短期内直接进口竞争的迅速增加，反而会加大美国依据国内法针对
特定贸易伙伴、特定产品发起贸易调查的可能性 （在本文的样本中，１９８０～２０１８年间，美国对其自
贸伙伴累计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３０１或３３７调查５８３起，约占同期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总
量的１７．２％）。冯帆等基于中国２００２～２０１６年贸易摩擦数据的回归分析也发现，自由贸易协定虽然
可以使中国与自贸伙伴国的贸易摩擦的数量有明显减少，但并不能完全降低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

参见Ｉａｉｎ　Ｏｓｇｏｏｄ，“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Ｆｉｒｍ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７２，Ｎｏ．２，２０１８，ｐｐ．４５５－４８４；冯帆、何萍、韩剑：
《自由贸易协定如何缓解贸易摩擦中的规则之争》，载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８年第１０期，第１１８～
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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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联大立场更为一致的盟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这一经验事实也

意味着，即使在盟友之间，相对收益的考虑同样会对美国与其长期盟友的经

贸合作构成一定的阻碍。① 其他控制变量中，ｒｅａｌｇｄｐ 的系数在所有模型中

显著为负，这表明，美国的宏观经济绩效与贸易伙伴遭受美国贸易摩擦的可

能性显著负相关，即美国经济的繁荣 （停滞或衰退）会显著降低 （增加）一

国遭受美国贸易摩擦的概率。地理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虽然在所有模型中与贸

易摩擦负相关，对一国遭受美国贸易摩擦的可能性有着一定的负向影响，但

并非决定性因素。②

２．贸易的渠道效应

表３进一步考察了贸易的渠道效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为了缓解引

入交互项后所导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对相关变量进行了 “对中”处

理。回归结果显示，贸易作为渠道变量，其与相对实力、制度距离和文化差

异等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效应也会进一步强化一国遭受美国贸易摩擦的可能

性。如表３所示，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ＦＰ、ＧＤＰ 的系数和统计上的显著性均明显

高于基准回归结果 （见表２）；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ＴＦＰ 与ｄｅｆｉｃｉｔ的交互项均显著为

负，ＧＤＰ 与ｄｅｆｉｃｉｔ的交互项为负但不显著。交互项为负表明贸易逆差越小

（大）、一国与美国的相对实力对该国遭受美国贸易摩擦的影响就越大 （小）；

换言之，一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越小 （大）、贸易逆差对该国遭受美国贸易

摩擦的影响就越大 （小）。这一实证结果意味着，一国与美国军事、经济和

科技实力差距的缩小，与贸易逆差的交互效应一起，会显著影响美国对该国

发起贸易摩擦的概率。ＰＤ、ＥＤ、ＧＤ 与ｄｅｆｉｃｉｔ的交互项系数至少在１０％

—８６—

①

②

事实上，在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升级之前，美国与其主要盟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并未因同盟关
系而减少。在本文的样本中，在１９８０～２０１８年间，美国与盟国间的贸易摩擦 （反倾销、反补贴、保
障措施、３０１和３３７调查）合计约占美国对外贸易摩擦总量的６５．７％，与日本 （１０．４％）、德国
（５．７％）、加拿大 （６．３％）、韩国 （８．１％）等主要盟国间的贸易摩擦占比虽然低于中国的１８．４％，

但日美、德美贸易摩擦高峰时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参见凌胜利：《冷战后日美
联盟为何不断强化？———基于联盟管理的视角》，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４５～６８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ｓｔａｎｄｕｎｏ，“Ｄｏ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Ｇａｉｎｓ　Ｍａｔ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１６，Ｎｏ．１，１９９１，ｐｐ．７３－１１３。

地理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一国发起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成本。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

地理作为一种结构性调节因素为某些单元和特定体系结构中的战略互动模式创造了约束。参见诺
林·里普斯曼等：《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第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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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上显著为正、ＣＤ 与ｄｅｆｉｃｉｔ的交互项系数为正，这一经验事实表明，一

国与美国的政治或经济制度距离、文化差异或价值观的不同，通过贸易渠

道，也会进一步强化美国对该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且差异越大或贸易

逆差越大，越容易发生贸易摩擦。① 上述实证结果也表明，一国是否遭受，

或遭受美国贸易摩擦的强度，不仅取决于该国与美国的相对实力、制度距

离、文化差异等体系变量，还取决于贸易等渠道变量本身 （一种极端的情境

是，如果两国完全 “脱钩”、零贸易，也就不存在狭义上的 “贸易摩擦”的

可能性）。

表３　贸易的渠道效应 （面板负二项模型）

　　　模型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７．５２９＊＊＊

（１．８９７）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０．１９８＊＊

（０．０９２１）

ＴＦＰ
３．１１６＊＊

（１．４５６）

ＴＦＰ２
－１．６７５＊＊＊

（０．８３７）

ｄｅｆｉｃｉｔ×ＴＦＰ
－０．０７７２＊＊＊

（０．０１９８）

ＧＤＰ
２．１６４＊

（１．２０３）

ｄｅｆｉｃｉｔ×ＧＤＰ
－０．０８１５
（０．０５８８）

ＰＤ
－０．３５０＊＊＊

（０．０８２６）

—９６—

① 在本文的样本中，以经济自由度指数为测度的中国、巴西、墨西哥与美国的经济制度距离
要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三国 （合计约占美国对外贸易摩擦总量的２５．６％）尤其是中国遭受美国贸易
摩擦的数量 （约占美国对外贸易摩擦总量的１８．４％）和强度也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参见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ｄａｔａｓｅｔ／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ｔｒａｄｅ－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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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ｆｉｃｉｔ×ＰＤ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３１１）

ＥＤ
－０．０４１８＊＊＊

（０．０１２３）

ｄｅｆｉｃｉｔ×ＥＤ
０．００１１９＊＊

（０．０００４８６）

ＣＤ
０．１９０
（０．３１２）

ｄｅｆｉｃｉｔ×ＣＤ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０７２１）

ＧＤ
０．１０３
（０．３０２）

ｄｅｆｉｃｉｔ×ＧＤ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０８４３）

ｄｅｆｉｃｉｔ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０５１３）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０５０２）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０５４１）
０．０３０６＊＊＊

（０．００７９６）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０５９５）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０４９８）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０５４０）

控制变量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年份效应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０．６０１５　 ０．８１９４　 ０．５９６５　 ０．９９６０　 ０．５４４８　 ０．１０１２　 ０．２４２２

Ｎ　 １６４０　 １５８１　 １７５３　 １７５３　 １７５３　 １４９９　 １５３４

说明：括号外数值为系数，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
水平上显著

３．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表４进一步考察了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结果显

示：（１）ｅｘｅｃｍｅ的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实证结果表明，时任总

统若来自坚持传统价值观，并逐渐采取民粹主义策略的共和党，会显著加大

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① （２）ｅｘｅｌｅｇｅ在５％水平上显著为负、ｄｅｆｉｃｉｔ

×ｅｘｅｌｅｇｅ在１０％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府院一致或单一政府 （不管是共和

—０７—

① 在本文的样本中，共和党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对外发起的贸易摩擦累计达２５３１起，约占样
本期间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美国对外贸易摩擦总量的７４．９％；尤其在罗纳德·里根执政的１９８１～１９８９年
间，美国共计发起对外贸易摩擦１１３８起，约占样本期间美国对外贸易摩擦总量的３３．７％。本文的实
证结果同数据的实际分布相符。参见ｈｔｔｐｓ：／／ｕｓｉｔｃ．ｇｏｖ／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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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还是民主党）会显著降低美国对外发起贸易摩擦的概率，且贸易逆差越

大、ｅｘｅｌｅｇｅ对一国遭受美国贸易摩擦的影响就越大； （３）ｓｅｎａｔｅ在１％水

平、ｈｏｕｓｅ在５％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共和党为参议院或众议院多数党

时，会显著提升一国遭受美国贸易摩擦的可能性；① （４）ｃｏｎｇｒｅｓｓ和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的系数显著为正 （至少５％水平），这表明，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和总统大选这

两个美国国内核心政治变量均会显著提高一国遭受美国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这符合理论预期和经验事实；（５）ｐａｃ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利益集团并不

直接或只能间接参与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可能影响了该系数的显著性），

ｐａｃ与ｄｅｆｉｃｉｔ的交互项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利益集团的

政治游说 （政治献金）与贸易逆差的交互效应会显著提升一国遭受美国贸易

摩擦的概率；（６）ＩＥ 的系数、ＩＥ 与ｄｅｆｉｃｉｔ的交互项均在５％水平上显著为

正，这表明，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与贸易的交互效应或收入分

配效应一起，也会显著强化一国遭受美国贸易摩擦的概率。

表４　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面板负二项模型）

　　　模型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ｅｘｅｃｍｅ
０．６１６＊＊＊

（０．２３４）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ｅｘｅｃｍｅ

－０．００８６３＊

（０．００５００）

ｅｘｅｌｅｇｅ
－０．５８３＊＊

（０．２３５）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ｅｘｅｌｅｇｅ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５８５）

ｓｅｎａｔｅ
０．６０９＊＊＊

（０．２３４）

—１７—

① 在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国内集团偏好 “完全的自由贸易”；相对而言，民主党更偏好 “某种
程度的自由化”，而代表保守派利益的共和党通常会对自由化持保留态度。本文的实证结果与美国共
和党、民主党两党的贸易政策偏好相符。参见海伦·米尔纳：《利益、制度与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
关系》，第１３５页；周琪：《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及其决策环境》，第６１～６３页；王恩铭：《战后美国
保守主义思想重构》，载 《史学集刊》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８８～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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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ｆｉｃｉｔ×
ｓｅｎａｔｅ

－０．００７１８
（０．００４８９）

ｈｏｕｓｅ
０．５４９＊＊

（０．２３５）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ｈｏｕｓｅ

０．００４６７
（０．００５１０）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０．７８６＊＊＊

（０．２２９）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０．００８３６
（０．００５３９）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０．５６２＊＊＊

（０．２３９）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０．００１７７
（０．００５８９）

ｐａｃ
０．０７４９
（０．０８５１）

ｄｅｆｉｃｉｔ×ｐａｃ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０５１９）

ＩＥ
０．０５４９＊＊

（０．０２５７）

ｄｅｆｉｃｉｔ×ＩＥ
０．００１８２＊＊

（０．０００８６９）

ｄｅｆｉｃｉｔ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０３４５）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３４７）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０３４７）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０３４６）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０３４５）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３４５）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０４９５）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０３５２）

控制变量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年份效应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包括

Ｈａｕｓｍａｎ　 ０．９４３８　 ０．９６８８　 ０．９６０１　 ０．９０６６　 ０．９８６３　 ０．９４１８　 ０．９１３４　 ０．９６４０

Ｎ　 ５３２６　 ５３２６　 ５３２６　 ５３２６　 ５３２６　 ５３２６　 ２７３１　 ５３２６

说明：括号外数值为系数，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
水平上显著

—２７—



制度距离、文化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权力因素　

四、结论与启示

中美贸易摩擦是体系诱因和单元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美国对外贸易摩擦数据的定量研究，本文采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对中美两国

间的制度距离、文化 （观念）差异和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等体系因素，以及

美国国内政治等单元要素、贸易和投资等渠道变量，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中美贸易摩擦是美国基于两国实力

变化所做出的一种预防性行为或体系性反应；两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

域实力差距的缩小即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会显著强化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

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其次，中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

制度距离和文化差异或价值观的不同也会显著影响中美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

的可能性，与美国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制度和文化上的接近并不必然意味

着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减少。再次，美国国内不同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

利益诉求与贸易的交互效应也会进一步强化中美两国因实力差距的缩小、制

度和文化差异所引起的贸易摩擦的概率。最后，经济因素依然是决定中美贸

易摩擦基础性和决定性因素，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增加、中

国对美国市场渗透率的提升、美国宏观经济绩效的波动、美国国内收入不平

等程度的加剧，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一起，也会显著强化美国对中国发起

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由于中美贸易摩擦是美国基于两国客观实力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潜在能

力所做出的一种预防性行为或体系性反应，美国的对华战略也已由 “接触”、

“接触＋防范”演变为 “接触＋制衡／遏制”，未来中美贸易摩擦将是一个长

进程 （即便与美国有着所谓共同价值观的德国和日本，它们与美国的贸易摩

擦也持续了二三十年，直到德国融入欧盟、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再也无法

挑战美国的经济霸权为止），也不排除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像２０世纪七八十

年代的德美、日美贸易摩擦一样，扩大至汇率、金融甚至地缘政治领域。中

国首先需要防范的是，不要将一场由霸权国因 “恐惧衰落”而主动挑起的预

防性贸易战演变为一场 “新冷战”，更不能让美国新右翼保守主义—民粹主

义、反建制派—本土主义者如所愿，陷入一种美苏争霸式的 “恐怖平衡”，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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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修昔底德陷阱”“文明冲突论”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中国还要防

范的是，在应对贸易战的过程中，中国不能像日本那样 “以损伤自身经济发

展为代价对美国做出无原则的让步” （在本来就没有军事自主、政治独立且

总体力量已经接近快速增长极限的情况下，日本彻底放弃汇率政策、放弃日

元国际化、对美国全面开放资本市场），“避免在自身战略利益上丧失制衡或

与美国博弈的能力”。① 从长远来看，国家内生发展机制的建设 （内部制衡以

增强相对实力）才是中国直面美国及其体系压力的根本之策；只要中国仍处

于将强未强或实力尚弱的阶段，“内部制衡”仍然是中国应对体系中唯一霸

权、半霸权或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最佳战略选择。如果中国真正能够实现

由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由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型升级，如果中国真正

能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或发达国家行列，那么，以自身超大

规模的国内市场优势 （这也是荷兰、英国等曾经的霸权国和德国、日本等崛

起失败国所缺乏的），只要中国时刻保持战略定力，又何惧贸易战。

—４７—

① 高程：《中美竞争视角下对 “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再审视》，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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